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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随着天下政治的大一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域特色也有所减弱。但在这样的历

史大背景下，晋文化却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理环境特点，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即

主导晋地发展的河东文化、凸显民族融合的塞北文化和以士族文化为核心的并州文化。晋文化的多样

性、区域性和积极性，使得秦汉时期的晋文化发展出新的形态，不仅为此后晋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秦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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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随着天下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

成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的地

域特色也有所减弱。晋地却在继承和发扬先秦

时期晋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地域文化的

转型发展。晋地政治格局明朗，文化结构明晰，

这在其他地域中是少见的。此外，其表里山河

的地理形势，越是在上古时代，越是容易形成相

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从而衍生出有自己发展线

索的文化结构。

先秦时期，晋国和三晋国家的多元文化格

局深刻影响了秦汉时期晋地文化的多样性，晋

地南、北、中三个区域的文化特点鲜明，承继的

是先秦时期韩、赵、魏和北方民族的文化基因。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大禹的时代，天

下分为九州，晋地属冀州。周人灭殷后，把冀州

分为幽州和并州两部分。当时的晋地，南部为

并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属幽州。秦始皇统一天

下后，对全国行政区划作了很大调整。晋地西

南部为河东郡，河东郡往北，即现在的山西中

部，是太原郡。晋地东南部山区，先秦时称为上

党，秦朝沿用此名，建上党郡。晋地北部地区，

南部属雁门郡和代郡，西北部的一部分属北地

郡，一部分属云中郡，东北部则属上郡。汉朝基

本保持了秦时区划，究其根本还是晋地南、北、

中三部的经济发展不同，政治和军事地位也有

明显区别，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历史文化

差异，造就了各个地区明显不同的风俗。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晋地南部、北部、

中部的差异如此鲜明，从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习

惯到服饰和语言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似乎

不应该是一省一区之内应有的现象。但是，从

深层次上来看，由于地理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原

因，晋地南、北、中地区的贯通和联系却是连绵

不绝。久而久之，地区间的不同却成为南北联

系、取长补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就是在

晋地三种不同的区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晋文化。

66



一、河东文化独领晋地风骚

晋地是中华先民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特

别是晋南地区高温与雨季同期，土地广袤而肥

沃，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发达地区。《孟子》记载曾

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1］89说明至少

在春秋末期，晋地的富饶已经闻名天下了。

晋南古有河东之称，即大河之东。河东之

名，由来尚矣，《国语·晋语三》载：“归惠公而质

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2］329不过，在晋国和三

晋时期，河东之名只是一种习惯说法，并不是一

个正式的地理或政区名称。秦朝建立后，分天

下为三十六郡，河东居其一。秦朝建都咸阳，西

汉建都长安，都在同一地区，与晋地河东郡只有

一河之隔。河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楚汉相

争时期，河东郡虽然不是主战场，却是战略必争

之地，更是军队长期后勤补给的不二选择。

秦朝灭亡后，来自先秦魏国旧地的魏豹盘

踞河东。汉王刘邦东进，考虑到该地在天下得

失中的重要地位，派出主将韩信击败魏豹，使河

东之地成为刘邦巩固的大后方，为其建立西汉

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两汉易代之际，

河东易守难攻，是进击长安地区的战略要道。

刘秀委派大将邓禹引兵西进，占领了更始帝刘

玄控制之下的河东地区，逐步控制了正处在混

战之中的整个西部地区。邓禹完成任务之后，

光武帝刘秀派出使者到河东，拜邓禹为大司徒，

还专门下诏，称赞邓禹“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

效尤著”［3］602。东汉末年，在与当时北方最重要

的军事力量袁绍集团的对垒中，曹操两度亲征

晋地，并持续任用名臣杜畿治理河东，说明晋南

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这与汉高祖派韩信

占据晋南，汉光武帝派出大将邓禹攻占晋南和

晋东南部，有着同样的战略考虑。

上述三次重大军事行动，为西汉、东汉和曹

魏王朝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历史进程

的重复演进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今山西太原以

南地区历来是米粮重要产地和人口稠密地区。

在上述王朝建立的过程中，该地区是最重要的

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后方，以及军粮和兵源的重

要供给地，堪称得河东者得天下。

西汉前期，担任河东地方长官的官员一直

不乏朝中名臣。比如高帝和文帝时的名将周勃

就被封为绛侯，老死河东。汉文帝时，名臣季布

担任河东郡守，文帝嘱咐季布：“河东吾股肱

郡。”［4］1977三国时代，当曹操亲身感受了河东郡在

其打江山过程中的重要性之后，同样认为“顾念

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5］497。

汉武帝时期，河东地区逐渐由经济和政治

的重要地区上升为文化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汉

武帝祭祀河东后土祠之举，更是影响汉代文化

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孝武本纪》记载：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451汉武帝

巡视东方，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的黄河边

上看中了一个被称作“脽上”的大土堆，随即下

令，在这个大土堆上兴建后土祠。所谓“后土”

就是伟大的土地之神，与“上帝”对应。最早的

河东后土祠形制比较简单，但从唐宋以来不断

扩建，增加殿堂造像，逐渐形成后世的宏大规

模。“脽上”后土祠建成后，根据司马迁和宽舒等

人的建议，汉武帝亲自到此祭拜，开始了祭祀后

土祠的漫长历程。据记载，自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年）首次祭祀后土祠之后，汉武帝多次亲临

后土祠祭祀。《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舆驾祠甘

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大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

为大驾。”［7］33各级各地官员、车驾人员不计其数，

规模之大，耗费之巨，令人瞠目。汉武帝对后土

祠的祭祀促发了西汉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祠的热

情，足见后土祠在西汉政治中的重要性。到后

世，虽然只有唐玄宗和宋真宗祭祀过后土祠，但

后土祠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汉

朝之后，有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后土祠。在王朝

的都城，后土祠则逐渐演变为地坛之类的祭祀

土地神之所。

汉武帝祭祀后土祠之初，听取了有关大臣

们的意见，具体提供意见的是太史司马迁和祠

官宽舒等人。而司马迁正是河东郡人，汾阴后

土祠也正在其家乡之畔。其在《史记·太史公自

序》中写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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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

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太史公司马谈在

对儿子司马迁的临终嘱咐中也说：“余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在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司马氏一族就离开

东周，来到晋地。“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

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司马氏所居之地，皆在

河东郡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司马迁才说：“迁

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6］3285-3293龙门即今山西

河津，一说今陕西韩城。其实，河津与韩城邻黄

河而望，当时的龙门，很可能地跨黄河两岸的河

津与韩城两地。司马迁年少耕牧的“河山之

阳”，就是河之北、山之南。其中的河之北之河，

应当是指汾河。因为该地段黄河由北向南而

行，不存在河之北的问题。韩城境内并无大河，

汾河则流经河津南部。河津北部，古有龙门

山。山之南之山，当是龙门山。这样一来，河山

之阳，正在河津区域之内。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记》之前的《左

传》和《国语》中有关晋国的历史记述占有较大

篇幅。在《史记》中，虽然叙事方式与《左传》和

《国语》不同，但仍然延续了《左传》和《国语》对

晋地历史的重视。晋地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在

《史记》中有大量记载。比如发生在春秋后期晋

景公诛杀赵氏家族的历史事件，《史记·赵世家》

称为“下宫之难”。这一事件在《左传》和《国语》

中本有明确记载，但司马迁却不惜利用民间传

说，改编成以“赵氏孤儿”为核心的戏剧性事件，

以抒发自己身遭“李陵之祸”的冤屈，抨击时人

缺乏忠勇赴难、伸张正义的精神。这正如司马

迁所申明的，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身为

史官，司马迁的创作宗旨，与晋国历史上著名的

史官，如董狐、史墨等人所坚持的“以史匡时”的

史官精神是一致的。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与晋地历史文化同样

颇有渊源。班固的史学巨著《汉书》，多涉晋地

的历史文化。从班固先祖与晋地历史的久远联

系着眼，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班固及《汉

书》对晋地历史文化的情怀。据《汉书·叙传》记

述，班氏先人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文的后

人。秦灭六国，子文的后人被迫迁移到今山西

中北部一带，并去掉了与楚国有关联的熊姓，以

“班”为姓氏。秦始皇统治末期，班氏家族首领

班壹率全族迁徙到雁门郡楼烦（今山西岚县、静

乐一带），以畜养马牛羊而致富。经过五世，到

两汉易代之际，班氏家族出现了著名学者班

彪。其子班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任典校秘书，

专心于学问，以著述为业，写成《汉书》。《汉书》

虽然是记录西汉历史的通史，但如果留心去读，

还是能够看出班固对晋地的特殊关注。

河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孕育了像司马迁

和班固这样的史学大家，也激发了文士的创作

热情。西汉后期著名文学家扬雄曾在河东地区

游历，所作《河东赋》为晋文化增色不少。扬雄

先祖周伯侨曾食采邑于晋国扬地（在今山西洪

洞），其后人便以扬为氏。扬雄说：“有周氏之蝉

嫣兮，或鼻祖于汾隅。”［4］3516扬雄喜好辞赋，闻名

于当时。西汉永始四年（公元前 13年），汉成帝

效仿武帝故事，率群臣横渡黄河，祭祀了河东后

土祠，并要求扬雄以长赋记载这一政事。于是，

扬雄慨然落笔，写下了流芳后世的《河东赋》，用

以劝谏汉成帝，盼望汉成帝在追观先代遗迹的

同时，自兴至治，实现上古帝王的政治成就。

东汉学者桓谭认为，扬雄的文学作品及其

创作思想必然会流传后世。《汉书·扬雄传》也称

其作品是“文义至深”［4］3585，到了合适的时代，一

定会受到明君贤人的赏识，成为传世之作。历

史完全证明了桓谭和班固的远见卓识，《河东

赋》这样的不朽之作，也带着历史的芬芳，成为

晋文化的光辉篇章。

三国时代，曹操任用杜畿长期治理河东，促

进了河东文化建设，使河东文化成为晋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今陕西

长安）人，官至汉中府丞。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杜畿弃官归乡。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听从谋

士荀彧的建议，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此时，天

下郡县深受战乱影响，残破不堪。杜畿以宽惠

政策待民，河东民生逐渐趋于安稳。杜畿还要

求河东农民畜牛、养马，甚至到养鸡养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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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详细的章程。几年之后，百姓勤农，家家丰

实。杜畿又进而实行冬季修戎讲武的制度，开

办学宫，亲自执经教授。他还四方招纳名流，如

河东名士乐详，“归乡里……署详文学祭酒，使

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5］507。利用长时间

担任郡守的有利条件，杜畿坚持促进文化建设，

史称“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5］496。从

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晋南一带的文化确实

较之于晋地其他地区更为发达，这显然是与该

时期杜畿的努力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名臣，杜

畿不仅在曹魏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有给养战士之

功，而且对于晋南部的经济发展和晋文化的建

设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河东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

的。从早期晋国开始，这里就是晋文化发轫的

中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不仅孕育了法

制文化，也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地区。秦汉以

降，河东作为股肱之郡，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重要

性有增无减，从帝王的关注，到史家和文士的推

动，直到三国时代杜畿的长期经营，终于使河东

文化结出灿烂的果实。

二、民族大熔炉中的塞北文化

自古以来，晋地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

民族文化交会的天然通道。秦汉以来，由于内

地成为统一国家，而与晋北地区相接的匈奴人

也获得了长足的社会发展，使得内地政权与匈

奴政权之间的冲突在晋中北部地区显得尤其突

出。楚汉交兵之际，冒顿成为匈奴人首领。乘

着刘邦与项羽征战不已，中原无暇对外的机会，

“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6］2890，开始了

对内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侵扰和掳掠。

西汉时期，对匈奴政策是汉代朝廷的大

事。总的来说，汉代朝廷对匈奴的政策也不过

是和亲与战争之间的抉择。汉高祖六年（公元

前201年），韩王信投靠匈奴，次年汉高祖出兵晋

北，在平城白登（今山西代县东北五里平城村）

一带被匈奴人围困七日，险些丧命。之后虽然

脱险，并把匈奴人逐出晋北地区，但匈奴威胁依

然严重。后来，刘邦采纳大臣刘敬的建议，以

“和亲”政策对待匈奴人，收到了一定效果。此

后，惠帝、文帝和景帝三朝基本上以和亲为主。

汉初之所以选择和亲，主要是由当时天下久战

而和的形势和朝廷休养生息的主导方针所决定

的。汉武帝即位后，随着汉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一方面很想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一方面还

要实现其开疆拓土的宏图大志，就开始了与匈

奴政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

中，晋地成为汉军主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晋北

地区则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这是因为，

一则晋地农业发达，能够提供最便捷最可靠的

军需供应；二则晋北地区有广阔的地域，便于军

队行进和对垒。在晋北旧广武（今山西山阴）一

带，至今还留存着大片的汉代墓葬群，墓中埋葬

的就是汉代对匈奴作战中死去的将士。经年累

月的战争，给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

损害，同时，对于当地的风俗、文化、生活方式和

生活观念等，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扬名于晋地的著名将领，主要有李广、卫青

和霍去病等人。李广是西汉文、景、武三朝的著

名将领，在汉朝前期内地与匈奴人的军事冲突

中屡立战功。其当年征战塞北的战场，主要是

在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以北的广大地区。李广箭

法精良，骁勇善战，被匈奴冠以“汉飞将军”［4］2444

称号。如果说“飞将军”李广是对匈奴战争中前

期的主要战将，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

则是后期的主要统帅。此三人有一个共同之

处，就是除了把消灭北方的军事威胁视为无上

的责任和荣誉之外，都是在晋地这块土地上建

功立业的，而卫青、霍去病二人更是平阳（今山

西临汾）人，是山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卫青相对稳重，在与匈奴人的作战中，很少

建立奇功和大功。到霍去病征战两军阵前时，

匈奴人的力量已经开始下降，在与汉军的作战

中出现了败多胜少的情形。这个时候，以霍去

病的年少气盛和超人胆识，建立了许多令人意

想不到的军功，非常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脾

性。据《汉书》载，因霍去病屡立战功，汉武帝特

意给他建了一座宅第，让他去看下是否合适，霍

秦汉时期晋文化形态研究

69



2014年第 4期

去病的回答成为千古名句，即：“匈奴不灭，无以

家为也。”［4］2488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时代对匈

奴作战的最重要和最知名的两位领军人物。二

人一个沉静有余，一个勇猛无比，共同成就了汉

武帝拓疆扩土的宏愿，也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

的英勇故事，更为晋地增色无限。

东汉时期，在汉军攻击和匈奴内乱的双重

作用下，匈奴人势力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北方

强族是东胡人和鲜卑人。但是，东汉政权一直

比较稳固，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也一直规模较

小。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民族才开始

大规模南下，晋北地区又成为民族冲突的主要

地区之一。北方民族的内迁和定居始于西汉后

期，当时的匈奴人在汉军攻击下分裂为南北两

部分，南匈奴人归顺汉朝，开始在内地定居，于

是比较熟悉的晋中北部就成为他们定居的首选

地区。东汉时期，甚至河东郡也成为鲜卑人定

居的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晋地最终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熔炉之一。

东汉时期民族大熔炉的大功告成不仅具有

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大

意义。这一时期形成的民族大熔炉，主要出现

在塞北地区，也就是包括雁门关关隘南北的附

近区域。短期来讲，民族大熔炉的形成，为该地

区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对

这一地区社会文化方面带来了深刻和全面的长

久影响。

第一，由于民族大熔炉的形成历经多年，必

然要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产生深

层次影响。晋北地区本来就有尚武习武、好勇

斗狠的风俗，在长期战争背景下，这种风俗更为

突出。李广、卫青和霍去病，征战塞北战场，立

功无数，对于晋地军事文化和塞北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秦汉时期，塞北的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长期的战乱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常陷于

困顿之中。经年累月生活在困顿中的人们，吃

苦耐劳的精神会受到磨炼，坚强不屈的意志会

得到加强。直到今天，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是

晋北地区重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信念。

第三，晋地自古便是民族杂居之所，不同文

化、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民族长时期生活在一

起，本来就有相互接受，甚至相互帮助的传统。

特别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这种情形

更为普遍。战争无疑是血腥的，但在和平时期，

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怨，通商甚至

通婚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表现在这里的

宽容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第四，经过了长期战争的洗礼，和平之后的

人们再次过上正常生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

活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相互交融，取长补短，

最终融合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该新文

化适应性更强，是代表时代方向的先进文化。

三、并州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两周时期，河东地区是晋文化的中心地

带。战国中后期，三晋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扩

张，晋文化也随之走向四方。在晋地，文化传播

的主要方向是晋地中部和北部，但是，晋中地区

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却是在西汉以后。

晋中地区自春秋中后期才被大规模开发，

此前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国语·晋语九》记载：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2］491赵氏家族很早就意

识到，在晋国故地与各大家族的竞争中很难获

得全盘胜利。于是，赵简子时代就开始向东向

北发展，向北发展的根据地就是晋阳（今山西太

原）。在经营晋阳的初期，赵简子任用尹铎进行

城邑建设和管理，任用窦犨和舜华等人负责社

会教化。特别是窦犨、舜华等文士，孔子曾引以

为同道，可证明这一地区的文化建设颇有根

基。春秋末期，智氏、韩氏、魏氏三家围攻赵氏，

赵氏据守晋阳，三年未被攻破，最终反败为胜，

与晋阳城内军民素质较高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秦国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晋中

部为太原郡。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十

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击破反叛的赵国，“乃

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6］389。吕后

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陈平、周勃等

一批高祖旧臣平息诸吕叛乱，废掉吕后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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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帝，选择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汉文帝

在位期间，由于对内对外战事稀少，使他有时间

到各地考察，尤其经常出入于晋中地区这块他

曾经为王的故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年）

五月，汉文帝巡视北边，继位后第一次回到晋

阳，停留了十几天，说明其对于故地还是相当留

恋的。此后，汉文帝又多次回到代地，还把次子

刘武封为代王，三子刘参封为太原王，这也说明

了他对于受封故地的重视。刘恒做代王近 20
年，做皇帝 22年，对晋阳地方的治理，如同他治

理天下一样，主要是以文治之。据《西京杂记》

记载，刘恒还在做代王时就在晋阳建造了一个

“思贤苑”［7］17，专门招待天下贤人。该建筑规模

宏大，内部装饰也很考究，以表现对贤人的思盼

和重视。后世许多史学家都认为汉文帝是历史

上最能关怀民间疾苦、不劳烦民力的帝王。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汉文帝日常生活非常朴素，

没有帝王式的奢华。去世之前的汉文帝发下遗

诏，反对厚葬伤生，也不让全天下人为他举哀。

在生前建造陵墓时，其要求只用瓦器陪葬，严格

禁止使用金银铜器。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古代

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例。汉文帝这样做的

原因，除了他的个性使然，晋地朴实的民风对他

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汉交会之际，长年战乱深刻影响了知识

分子对政治的看法和从政态度。特别是王莽乱

政，使知识分子的政治迷惘更加严重。王莽夺

权和建国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对于一向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重心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史无

前例的消极影响。汉光武帝刘秀再次建立刘氏

政权时，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下子从长期的

政治困惑中解脱出来，很多名士宁可处贫，也不

食君禄，拒绝参与现实政治。在这方面，尤以一

批太原名士表现得最为坚定明确，他们的言行

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东汉时期并州文

化圈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秀即位之初，任命侯霸为尚书令。当时，

朝廷新立，制度草创，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侯霸

就利用其影响力，征辟和任用各地名士，以期及

时有效地稳定新王朝的政治和思想秩序。当

时，太原人闵仲叔应侯霸的请求来到京城。可

是，首次见面时，侯霸只是慰劳问候了闵仲叔一

番，并没有马上谈到治国之事，这使闵仲叔感到

非常失望，明确表示不能在朝中做官。后来，朝

廷又让闵仲叔担任博士，他始终没有答应，坚持

了名士的政治敏感和正直。闵仲叔的好友，太

原人周党，在坚持政治和生活操守方面与闵仲

叔齐名，号称“举动必以礼”［8］83。东汉初年，朝廷

多次征召，周党不得已来到都城洛阳。见到汉

光武帝之后，周党明确表示情愿守志，做个平民

百姓。一些朝臣对周党的表现大为不满，光武

帝下诏：“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

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

焉。”［3］2762另有太原郡王霸、郇恁等名士，同样不

肯听从当政者的召唤，宁肯隐居山林。

对于名士们此类言行，《后汉纪·光武皇帝

纪》中评论道：“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

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

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

隐显之道焉。”［8］84知识分子的政治品质，不能以

在现实中的进与退来评判。不管他们是隐居山

林，还是官居庙堂，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和良

心所在。加之晋地中部理性而沉稳的文化传

统，以及周秦以来三晋世家大族的政治风尚，使

得一大批隐士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太原地区，应

该说并非偶然。

东汉中期，周举出任并州刺史。《后汉书·周

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龙忌之禁。”所谓“介子焚骸”，讲的是晋文公之

臣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有功，却未被重用，就选

择了隐居不仕。民间传说认为，介子推出走介

山（一说在今山西介休），晋文公下令以火驱之

现身，不幸被山火焚烧而亡。“龙”指木星，春天

出现在东方，象征火。“龙忌”就是忌火、禁火。

《周举传》接着说：“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

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

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上任不久就来到介子推庙祭祀。周举

在祭文中说：“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

意。”接着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一定在这个季

秦汉时期晋文化形态研究

71



2014年第 4期

节吃热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3］2024。

由介子推被焚的故事而出现的寒食节，在

东汉中期已经基本定型，并成为晋中地区重要

的民俗节日。从西汉末年到十六国时期的 300
多年间，以纪念介子推忠义之行为缘由和核心

的寒食节，已经从晋中地区发展到全国，成为一

个以晋中绵山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到宋代，

寒食节与清明节、上巳节等其他传统节日归拢，

终于形成一个集寒食、祭亲、踏青为一体，并且

延续至今的人文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

从晋文化的视角来看，从寒食节到清明节，

体现了鲜明的并州文化特色。介子推被焚而

死是寒食节出现的关键，但在正史记载中，介

子推并不是被焚而死。直到西汉末期，才大规

模出现了介子推被焚的过程和细节，这直接导

致了两汉之际“不火食”的民间习俗的产生。

这个习俗的产生，与王莽篡汉以后，大批士人

究竟是忠于汉朝还是忠于新朝的两难选择有

关。此习俗之所以能在并州一带盛行，与上述

以周党等人为代表的讲原则、重气节的并州士

风是一致的。

东汉后期，天下士人多半持有反对宦官专

政的立场，屡遭政治迫害。在这种政治压制下，

士人形成了自己的集团，以及这种集团特有的

政治品质。这种集团的维持并没有成文的法

则，而主要是依靠集团内部某些个人的人格魅

力和道德品行。这方面，太原介休（今山西介

休）人郭泰独树一帜，《后汉书·郭太传》中评论

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

不得友”［3］2226，在当时形成了巨大影响，也为晋地

历史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任何一个社会区域内，经济发展最终要

表现为文化发展。反过来看，文化发展则有利

于社会安定，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晋

地中部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文化圈的形成，源

头是先秦时代晋国社会上层的文化气质，经过

汉文帝时代的培育，以及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

社会大动荡的洗礼，到魏晋时期形成了不同于

河东文化和晋北文化的文化取向。并州文化以

士林为中心，推崇士人的气节，强调士人的社会

责任，其大局观和历史意识非常浓厚。即便是

在社会下层影响巨大的“寒食节”，其核心价值

仍然是介子推式的忠义气节，并最终得到全天

下的认可。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魏

晋以后，晋阳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前秦在

此地建都，建立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五代

时期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也

都是在晋阳起事称帝。为此，人们甚至视晋阳

为龙兴之地，称“龙城”。

综上所述，在秦汉时期，与晋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多样性相一致，晋文化也呈现出多种多样

的发展态势；与晋地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发展

和军事地位相一致，晋文化也表现出区域性的

特点；与晋地由南到北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逐

渐由强到弱、由深到浅相一致，晋文化也显现了

南强北弱、南深北浅的特征。但是，一直以来对

秦汉时期晋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对滞后的。

一般认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晋地的文化

特征并不明显；在皇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地

域文化很难形成特色；在文化人才向朝廷所在

地大量集中的时期，各地的文化成就只能处在

次要的位置上。但在晋地，晋文化的多样性、区

域性和积极性，却使得秦汉时期的晋文化发展

出新的形态，不仅为此后晋文化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为

秦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编.国语［M］.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78.

［3］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汉·荀悦，晋·袁宏.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原 孟］

72


